
有时刻坚守独立自主的中国立场, 才能在国际传播中始终保持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丽色彩、 彰

显出我们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魅力, 才是真正在世界范围内润物无声地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的正确途径, 才是立足国际视野、 胸怀天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有的政治站位。
而世界表达, 则意味着我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中, 必须不断探索能让最广大的外国

民众所接受的、 效果最佳的方式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

述, 更加充分、 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4 卷, 第 317 页) 这需要我们的传播者, 必须从自身做起, 提升知识储备和

专业素养, 时刻把握国际政治、 经济、 文化、 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前沿动态, 从世界各国文明互鉴的视

角探寻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 使之可以精辟而精炼地提取概括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闪光点, 同时又能在宣传推广时做到浅显易懂, 令外国民众喜闻乐见。
因此,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 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纳入其理论体系和实践路

径, 必须通过不断探索、 优化宣传模式,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体现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的 “六个必须坚持”, 特别是第六条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 本着对人类前

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 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 积极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让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积极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中去, 大力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出在

国际舞台彰显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推动世界文明互鉴, 促进全球文明共荣的历史功绩。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表述, 确

立了新的文化使命,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征程上胸怀天下, 秉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

命, 放眼世界, 积极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强凝神聚力, 为中华文明的当代内涵强心铸魂, 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大力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以文明互鉴、 海纳百川的气魄胸襟, 引领当代中国以迈向新高度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式现代

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必将参与到世界文明融通、 整合、 创新、 重构的历史进

程中去, 并发挥出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力和推动力。

“大一统”: 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符号

朱　 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2023 年 6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

素, 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连续性、 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性、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五个

突出特性。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 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

新性发展, 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2023 年 6 月 3 日)
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是 “大一统” 国家形态在文化层面的集中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列举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 其中就有 “九州共贯、 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

实》, 《人民日报》 2023 年 6 月 4 日)。 “大一统” 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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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实践, 夯实了 “华夷一体” 文化认同, 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 形塑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 在这一过程中, 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这些灿烂文化既有

诗经、 楚辞、 汉赋、 唐诗、 宋词、 元曲、 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 又有格萨尔王、 玛纳斯、 江格尔等震

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还有万里长城、 都江堰、 大运河、 故宫、 布达拉宫、 坎儿井等伟大工程。 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各族文化交相辉映, 中华文化历久

弥新, 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人

民日报》 2019 年 9 月 28 日)。 尽管历史上中国屡遭战乱、 出现分裂, 但在 “大一统” 的价值遵循和文

化认同下, 甚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也没有分崩离析, 反而华夷之间互动融合不断深入, 文化认

同不断增进, 追求统一、 趋于统一、 实现统一成为主旋律。

一　 “大一统” 思想夯实了 “华夷一体” 文化认同

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于亚欧大陆东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 最迟到夏、 商、 周三代, 诸夏融

为一体, 四方则为夷狄, 逐步形成了包容中国、 夷、 戎、 蛮、 狄 “五方之民” 的 “族群观”。 先秦时

期形成的族群认知, 与西方有着本质区别, 我们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民族差异性, 而不是像西

方那样用一套与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相配合的政治学说体系来看待这个问题。 当然无论中国还是

西方民族观念的形成都跟政治有关。 但如果只从政治角度理解民族, 很多问题就无法解释。 在这一点

上, 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大一统” 理念对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非常重要。 《礼记·王制》 曰: “凡
居民材, 必因天地寒暖燥湿。 广谷大川异制, 民生其间者异俗, 刚柔轻重迟速异齐, 五味异和, 器械

异制, 衣服异宜。 修其教, 不易其俗; 齐其政, 不易其宜。 中国戎夷, 五方之民, 皆有性也, 不可推

移。” (郑玄注,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 卷一二 《王制》,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2009 年

版, 第 3 册, 第 2896 页) 这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最早对不同人群的认识, 也是在空间层面对一

统的朴素认知。 从中可以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 不同族群的划分标准是基于生产生活方式, 属

于文化范畴; 其二, 统治者对不同族群的管理方式是承认各自文化的差异性, 但是也有明确的要求,
在政治理念上是统一的, 在思想教化上也要统一。 这里的 “中国” 指的是居住在中心位置的华夏, 也

是周天子所居之地。 华夏作为较为成熟的族群, 在五方之民中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 从而能够

对周边产生积极影响, 在 “齐其政” 下, 通过 “修其教”, 使周边人群都可以学习华夏的先进文化,
进而成为中国之人。 正如韩愈在 《原道》 中所说: “孔子作 《春秋》 也,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 夷而进

于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撰, 魏仲举集注, 郝润华、 王东峰整理 《五百家注韩昌黎集》 卷一一, 中华

书局 2019 年版, 第 2 册, 第 675 页)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观周乐亦有 “能夏则大” 之论 (杜

预集解 《春秋经传集解》 卷三九,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下册, 第 1121 页)。 以上清楚表明, 早

在先秦时期, 我们先人的一统思想早已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观念, 在尊重各民族生产生活习惯的基础上,
通过教化引导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 为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文化基础。 这一观念被以后的历

朝各代所推崇, 我们可以在诸多文献中发现 “因其故俗” 或 “因俗而治” 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 在

三代以来 “天下” “四海” “夷夏之别” 等思想基础上孕育出了 “大一统” 的观念。 因此, “大一统”
的思想内核与以上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 其思想内涵也因之得以丰富和发展, 不仅有 “用夏变夷”
“华夷一体”, 亦有 “华夷之辨” “夷夏转换”。

随着秦汉王朝建立, “大一统” 思想在实践层面获得长足发展。 秦朝统一结束了 “万邦林立” 的

局面, 一个车同轨、 书同文、 地同域、 人同伦、 器同衡的中央集权国家为 “大一统” 创造了制度上的

保障。 汉承秦制, 将 “大一统” 实践推向了高潮。 可以发现秦进一步将思想文化、 礼仪制度的一体化

设计, 让文字符号和价值理念成为了各族共享的文化, 这是 “大一统” 具备连续性和凝聚力的根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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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无论王朝如何更迭, 后继统治者是夏还是夷, 都有 “大一统” 的政治追求。 通过秦汉王朝 “大一

统” 的整合, 中华大地的 “五方之民” 演变为 “华” “夷” 两大群体。 在此基础上, 司马迁在 《史
记》 中以极其开阔的视野阐释了 “华夷共祖” 的社会理想, 将秦、 楚、 越以及包括中国四边的匈奴、
南越、 东越、 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到华夏的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 并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 正是

这个观念构成了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渊源,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造就了古代中国多元一体的

民族格局 (邹国力、 李禹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源———以西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为研究对象》,
《中华文化论坛》 2022 年第 5 期)。 司马迁的 “华夷共祖” 思想是一种平等的民族观念, 为华夷一家找

到了历史依据, 客观反映了先秦中华大地上各族群相互交融的事实。 此后, “华” 和 “夷” 之间的界

限逐渐淡化, “用夏变夷” “华夷一体” 成为主流趋势。
按照 “大一统” 思想内涵, “华夷一体” 尽管突出表现在 “用夏变夷” 方面, 但华夷之间亦可相

互转换。 “用夏变夷” 并非华夏化, 更非汉化, 而是历代王朝统治者希望通过政治、 经济、 文化、 社

会的 “一体化” 而实现政治秩序稳定发展的另类表述 (李大龙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云南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3 期); 这种 “华夷观” 也被夷狄所接受和利用, 成为他们政权建构, 争夺

中华正统有力的思想武器, 夷狄入主中原多以华夏先王之后自称, 认同大一统理念, 在文化上以华夏

后继者自居, 并积极加入正统之争。 由此, “正统” 并非 “华夏” 所独占。
“大一统” 思想所蕴含的文化观是包容开放的, 而非暴力征服, 体现为尊重差异性的同时, 又通

过国家政权调整差异性, 逐步实现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提升, 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化。 从

族群融合的角度看, 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族群融入华夏的过程, 也是接受华夏礼乐文化传统、 形成共同

文化心理的过程。 在 “大一统” 思想的主导下, 各族群产生了对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共同的文化心

理, 并发展为中华民族不断凝聚的精神动力, 成为了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础, 也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二　 “大一统” 实践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华大地上的人群为了生息繁衍, 形成了不同规模的政治体, 创造了 “万
邦林立” 的古国时代。 夏朝的建立结束了黄河流域的部落纷争, 并以王畿为中心形成了势力范围。 其

后出现的商、 周继续在夏朝疆域的基础上拓展着自己的疆域。 尽管 “王” 的直接管辖区域依然局限在

“王畿” 的范畴, 但这一时期统治者形成了以 “王畿” 为中心的天下观和疆域观, 《诗经·小雅·北

山》 中的 “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郑玄笺, 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 卷一三, 《十三经注疏》, 第 1
册, 第 994 页) 就是直接反映。 同时也出现了关于疆域范围的模糊记载, 《左传·昭公九年》 记载周

的疆域: “我自夏以后稷, 魏、 骀、 芮、 岐、 毕, 吾西土也。 及武王克商, 蒲姑、 商奄, 吾东土也。
巴、 濮、 楚、 邓, 吾南土也。 肃慎、 燕、 亳, 吾北土也。” (《春秋经传集解》 卷四五, 下册, 第 1320
页) 从秦朝开始, “大一统” 实践获得长足发展, 吞并六国、 推行郡县, 实现了对中原九州的 “一
统”, 并北击匈奴、 南征百越。 汉在秦的基础上郡县范围进一步扩大, 东瓯、 闽越、 南越相继进入郡县

管辖范围, 开发西南夷, 经略海疆, 拓展了秦朝以来的南部疆域, 并通过设置西域都护、 护羌校尉、
使匈奴中郎将、 护乌桓校尉等, 对郡县区域之外更广阔区域实施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管辖和治理方式。
在 《史记》 《汉书》 等文献中, 对秦汉疆域范围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记载。 秦汉的大一统实践, 奠定了

我国疆域的基础, 为各民族共为一体创造政治条件和地理空间, 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统一, “夷夏” 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 尤其是四百余年的郡县制发展, 使

其成为多民族国家疆域凝聚的核心。
秦汉之后, 中华大地存在着诸多王朝或政权, 它们也存在不同形式的疆域和边界, 特别是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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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正统” 的历代王朝大都试图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 “大一统” 统治体系, 并以秦汉的疆域为标

榜。 《新唐书》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稿》 在记载相应的王朝疆域时多以秦汉的疆域为参

照, 或者作为突破的基点。 正是这种 “大一统” 疆域观的影响, 激励着中华大地上诸多王朝或政

权的统治者在秦汉郡县的基础上, 开疆拓土, 将更大范围的区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轨

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 “正统” “入华” 是华夷交融和各分裂政权政治实践的基本进路, 而唐朝统

治者则采取了尊重北方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策略, 提出 “自古皆贵中华, 贱夷狄, 朕独爱之如一,
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司马光编著,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一九八 《唐纪十四》, 中华书

局 1956 年版, 第 13 册, 第 6247 页), 实现 “华夷共主” “华夷一尊”, 突破和发展了 “大一统”
的实践。 辽金元时期, 以争夺中华正统而实现国家一统的 “合九州居正统” 思想是各政权政治实

践的取向, 也是元朝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和疆域面积空前广阔的主要因由。 到清代, 清朝作为少数民

族建立的政权, 突破了明朝 “华夷之别” 和 “内外之别” 的政治实践, 强调 “华夷一体” “中外

一体”, 在塑造 “天下臣民”、 整合中华文化的基础上, 改变了传统王朝对夷狄的管理模式。 通过

不断丰富发展 “大一统” 思想, 从实践层面将中华大地的 “大一统” 推向了顶峰。 一方面, 采取

“改土归流”, 变 “因俗而治” 为 “有法而治”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将 “大一统” 的理念落实到国

家治理的各个层面, 促成了多民族主权国家中国最终定型; 另一方面, 通过与邻国及藩属国的画界

分疆, 清朝辽阔的疆域开始有了清晰的边界, 中国疆域由传统王朝时期的 “有疆无界”, 转变为了

近现代主权国家的 “有疆有界”。 1840 年以后, 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 清王朝的主权国家转型, 在

殖民势力扩张过程中不得已而停止。 经过百余年的斗争, 中华民族突破重重困难, 最终于 1949 年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如费孝通所言: “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 西起帕米尔高原,
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 北有广漠, 东南是海, 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 这片大陆四周有自

然屏障, 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 形成一个地理单元。” (费孝通主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修订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 页) 今天, 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

阔, 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 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 (《在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三　 “大一统” 思想与实践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概念是近代才有的, 但中华民族的实体早已存在。 梁启超指出: “甲时代所谓夷

狄者, 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 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 如是递续编入, 递续接

触, 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 遂得以成立。”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之研究》, 《饮冰室合

集》 专集之四十二,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第 8 册, 第 8 页) 顾颉刚强调: “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益世报·边疆周刊》 1939 年 2 月 13
日) 费孝通亦指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大学学报》 1989 年第 4 期) 这个中华民族实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 思想与实践则是这

一共同体形成的主导力量。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创生期, 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基础。 考古学证实, 早期中华

文明的形成经历了从 “满天星斗” 到 “月明星稀” 再到 “多元一体” 的过程 (高翔 《中国历史文化

具有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 《人民日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在 “大一统” 思想的主导下, 先秦以

黄河流域为中心, 形成了诸夏群体, 而 “五方之民” 则是当时中华大地族群分布的基本格局。 历经夏

商周三代, 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政权, 也促成夏人、 商人、 周人的融合, 到西周基本融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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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成为华夏族的主要来源。 中原华夏因具有文化的先进性, 早期的分散文明逐步向中原聚合, 不断

华夏化, 不同地域、 不同人群的文化深度交融, 这也是 “用夏变夷” 的过程。 秦汉以来, 五方之民演

变为夷夏之分, 夷夏变换、 互动、 融合愈发强烈, 并演化为对华夏的继承和正统的争夺, 中华民族共

同体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关于 “大一统” 思想与实践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上有一个生动的案例可以说明问题。

王莽新朝时期的大将军严尤将处理汉匈关系问题, 放到了先秦至秦汉处理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的大背

景下分析, 针对匈奴、 高句丽, 提出了 “无上策” “五难” “慰安貉人” 等看法, 可称之为 “严尤

之论”。 尽管 “严尤之论” 未被王莽采纳, 但其作为 “华夷之辨” 主要思想,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

响。 而后世朝臣、 史家和帝王关于 “严尤之论” 的激烈讨论和实践突破, 则充分彰显了大一统思

想和实践对于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通过史料的梳理, 可以发现朝臣和史家对严尤之论

的认识存在一个嬗变的过程,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朝臣和史家大都认可并推崇 “严尤之论”, 均结合

汉匈关系历史背景以及当朝的具体情况, 展开分析, 提出看法, 进而援引 “严尤之论” 加以强调。
南北朝之后, 朝臣和史家对 “严尤之论” 的评判发生了嬗变, 开始质疑, 并展开批判, 既有对

“严尤之论” 的整体质疑和批判, 也有对具体 “无上策” 评判标准的商榷。 在实践层面可以说统治

者基本不认可严尤的 “无上策” 论, 一直尝试突破, 并在唐朝太宗时取得了成功突破 (朱尖 《论

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 《民族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后世为何对 “严尤之论” 会有一个从

推崇到批判的过程, 原因在于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过程中, 尽管经济和文化上占有主导地位

的农耕族群将 “华夷之辨” 或 “守在四夷” 作为处理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之间关系的重要指导思

想, 但这一指导思想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无论是农耕族群还是游牧族群, 都在积极践行 “大一统”
思想, 并没有把 “夏” 和 “夷” 割裂开来, 也没有将 “夷” 排斥在 “天下” 之外, 反而是以一统

为前提, 一方面认为 “夏” “夷” 是可以变化的, 另一方面认为 “夏” “夷” 共同构成了 “天下”,
逐步推动二者的一体化 (李大龙 《自然凝聚: 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 《西北师大学报》
2017 年第 3 期)。 对此, 清高宗有一段重要的表达: “夫人主君临天下, 普天率土, 均属一体。 无

论满洲、 汉人未尝分别, 即远而蒙古蕃夷亦并无歧视。 本朝列圣以来, 皇祖皇考, 逮于朕躬, 均此

公溥之心, 毫无畛域之意, 此四海臣民所共知共见者。” (《清高宗实录》 卷八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辛未” 条, 《清实录》,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第 9 册, 第 303 页) 可以说, 清朝统治者作为夷狄入

主中原, 更加强调 “一体”, 消弭 “华” “夷” 之间的界限。 这一观念的形成与强化, 正是 “大一

统” 思想和实践带来的直接结果, 而这一结果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起到根本性作

用。
数千年来, “大一统” 理念早已根植于中华各民族的心灵深处, 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

力。 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 社会各阶层无不以国家统一、 疆域完整、 民族团结、 共享太平为价值

追求。 以 “大一统” 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具有共同的国家认同, 即 “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 共

同书写悠久历史、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共同培育伟大精神”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

讲话》); 具有鲜明的共同体理念, 即 “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 (《不断巩固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人民日报》 2022 年 3 月 6
日); 具有坚定的爱国信念, 即 “国土不可分、 国家不可乱、 民族不可散、 文明不可断”。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的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 有其清晰的历史逻辑。 今天的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是大势所趋、
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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